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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转基因动植物作为商业化食品用于人们的日常消费以来，与之相关的技术问题、政治经济问题以及哲学与伦理问题便成为人们对于转基因食品争论的焦点。针对这些争论，科学家群体未能发挥平息科学争论的社会职能，原因在于，当前科学体制面临着科学公信力危机。本研究以转基因食品之争为研究对象，分析转基因食品之争中科学公信力危机的内外诱因，包括科学共同体认可中的信任困境、科学语言的生活性转化不畅、科学机构履行其社会责任不及时，以及科学公信力授权机制的不完善。由此，本文着重于探讨我国科学公信力在法律规范、科学教育、传播沟通方面的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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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ransgenic plants and animals have been used as commercial foods for   daily consumption, technical issu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and philosophical and ethical issues became the focus of debate on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In response to these controversies, the group of scientists failed to play the role because the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system faced a crisis of scientific credibility. This study taken the GM food disput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centives of the scientific credibility crisis in the GM food dispute, including the trust dilemma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recognition, the poor conversion of the scientific language, the failure of the scientific institution to fulfill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scientific credibility authorized mechanism.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we focused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path of China's scientific credibility in norms,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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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1973年科恩（Stanley N. Cohen, 1935-）与波义耳（Herbert W. Boyer, 1936-）在戈登会议（Gordon Researcher Conference）上公开提出转基因技术以来，转基因技术首先被应用于科学实验以及工业领域，并逐步进入农作物培养与食用动物养殖[1]。1995年，转基因植物正式成为农产品用于交易，至2017年的22年间，全球已有24个国家/地区在本土进行了转基因作物种植，67个国家/地区应用了转基因作物。根据2017年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 ISAAA)最新统计，转基因作物累计种植面积已达23亿公顷。其中，2017年转基因作物的全球种植面积更是创下1.898亿公顷的新纪录。[2]（见图1）。在食用转基因动物养殖方面，2015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已审核批准转基因三文鱼AquAdvantage、转基因鸡作为商业化食品用于人们的日常消费 [3]。
图1：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1996-2017）
数据来源：http://www.isaaa.org/resources/publications/briefs/default.asp . ISAAA, 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年度报告（1996-2017）。
随着转基因动、植物的商业化运营，转基因食品陆续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技术问题、政治经济问题以及哲学与伦理问题开始引发人们对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如标识制度之争，安全性之争，科技伦理之争等。这些争论经过转基因食品安全事故的发酵（如1998年英国的“普斯泰”（Pusztai）事件、1999年美国的“斑蝶”事件以及2009年、2012年我国的“转基因主粮风波”、“湖南省的黄金大米人体试验事件”等），日益成为大众与媒体关注的焦点。科学家及科学机构做出的科学判断与说明，往往能够使科技相关争论得到平息。然而，在转基因食品争论中，科学家传播真理、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社会影响力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个体科学家甚至科学共同体反而遭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攻击，如许智宏、饶毅、陈君石、黄大昉等科学家所受到的质疑等，这与“科学家是社会上能力突出人物，他们或由他们组成的机构值得大众信任”[4]的经典科学社会学论断不符。究其原因，科学家与科学机构在转基因食品之争中，遭遇了科学公信力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与反科学主义思潮[5]相联系，另一方面则与科学体制化发展有关。
本研究采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所提出的科学公信力概念及其社会构建体系，分析转基因食品之争所折射出的科学公信力危机。并借助转基因食品之争案例，探究科学公信力危机产生的内外诱因，以期在当前我国社会语境下，为科学公信力危机的解决和科学公信力的重建提供对策与建议。
2  科学公信力视角下的转基因食品之争

为明晰科学公信力危机的基本内涵，本文梳理了科学公信力概念及其社会构建理论；结合对目前已发表学术论文的分析，能够系统了解转基因食品的相关争论，以突出科学公信力危机在转基因食品之争中的显性表征。进而，通过将转基因食品之争中关于科学体制的研究相关联，从科学建制化发展层面上揭示转基因食品之争的科学公信力危机本质。

2.1  科学公信力及其社会构建
科学公信力（Scientific Credibility）一词最早由布鲁诺·拉图尔于1975年提出，是指科学家发表主张后获得科学共同体支持的能力和作为科学真理发言人的表现能力，是科学家通过运用相互承认的规则、在一个公共的协商机制下说服其同行的结果。[6]拉图尔的科学公信力概念与默顿（R.K. Merton, 1910-2003）所提出的“同行承认”相似：都重视科学共同体的作用，强调科学与社会的相对独立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拉图尔及其合作者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中虽论及公众参与科学的作用，但强调科学家群体处于主导地位（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然而，在近年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科学知识社会学派（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夏平认为，科学知识生产中，科学要素（试验方法、同行评价等）与非科学要素（公众参与、科学家个人好恶等）并不存在主从关系。他指出，科学公信力的获得必然要求相关社会要素的参与并发挥作用，包括科学主张产生过程及环境的可靠程度、科学家的个人信誉和发文期刊的水平，以及科学家的专业知识、性别、年龄、国籍等要素[7]。夏平的研究突出了社会因素在科学公信力获得中的作用。他以此阐明科学公信力的社会构建体系，包括获得科学公信力的方法论原则（包括比喻、归纳等方法），以及科学公信力经济（Economy of Credibility）等，并据此对科学机构、科学家以及一般民众的职能予以划分。

2.2  转基因食品之争中的科学公信力危机
就目前已发表的学术论文而言，转基因食品之争主要集中在4个领域：经济学、公共管理、科学性评价以及新闻传播。其中，公共管理方面的探讨最多，焦点为转基因食品的上市标注、政府管理者的责任、转基因食品管理的政策制度、法律规范、安全监督等问题。在这些争论中，学者们认为，科学公信力的利益相关者社会行为失范（科学家之间的利益之争[8]，以及公众知识结构的缺损、政府权宜宣传的干扰、媒体的非理性宣传[9]等）是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消除科学公信力危机，也有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如加大对转基因食品的宣传力度，搭建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平台以及建立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机制[10]，从而协调和规范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和行为[11]。
转基因食品之争研究对象已广泛涉及科学体制，科学家、政府机构、媒体与公众等因素。由此可见，科学公信力危机的本质是相关社会要素作用失灵，科学体制化发展不完善。因而，以转基因食品之争中的案例为参考，分析转基因食品之争中科学公信力危机的诱因与防范机制，也是探索我国科学公信力建设路径的有益尝试。

3  科学公信力危机的内外诱因

鉴于科学体制的运行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政府干预、媒体扭曲和自身动力不足等[12]，拉图尔、夏平对科学公信力的概念界定与社会建构，突出了相关社会因素的作用。科学公信力危机既来自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信任困境，也源于科学语言转化不畅、科学机构履行社会责任不及时、科学公信力授权不完善的社会现状。

3.1  科学共同体认可中的信任困境
科学公信力的获得机制，广泛作用于科学实践同行内部以及科技团体之间。由于彼此不熟悉以及科学公信力授权关系的不同，使得科学公信力的获得面临着多重信任困境：
首先面临的困境存在于科学家同行内部，科学家同行内部质疑一项科学主张在道德和实用层面，代价后果都相对较高。以饶毅、陈君石、黄大昉等支持转基因食品安全无害观点的代表人物为例，他们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观点具有权威价值，并经过相互印证与严格的同行评议，是客观的、科学论证的结果。但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这些科学观点也可被看作是同行内部各方利益妥协的结果。这些科学家的社会地位较高，科学家同行与他们的社会交往更为紧密，因而他们较容易获得同行承认。而同行质疑他们的观点，则可能在道德层面上付出更高代价（如彼此的社会交往关系将受到考验），在实用层面也会损害科学家同行的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如彼此引述、佐证的观点需要被重新评估，整个共同体将面临社会信任危机等）。
其次，不同的科学群体很难对某一特定领域的科学知识采取相信态度。原因在于，由于科学群体之间缺乏基本的社会交往，彼此的互不熟悉，不存在或极少存在相互的依赖关系，在道德层面上无法对科学主张提出者进行道德衡量和判断。这种困境在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争论中显得尤为明显，对有转基因科学背景的人，例如分子生物学界的科学家，往往支持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观点。而其他非分子生物学界的科学家，由于学科知识的边界问题，对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命题则持怀疑态度。如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1942-2018）、佟屏亚等物理学、农学领域的科学家。

3.2   科学公信力危机的社会诱因
（1）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对话受阻
科学语言是指对科学思想、理论、知识等进行表述、加工、交流、记录时,所使用的手段、工具、载体的总称。[13] 研究表明,科学语言的复杂性和抽象性降低了语言表达的显性度:与日常语言相比,对科学语言认知加工过程中,语义检索和提取难度更大。[14]针对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科学家如果过多注重提高科研设备精密度和论证过程的完备性，忽视日常语言的作用（将艰深的、或不能直接轻易获得的论据未能转化为可感知的，或凭借日常生活经验就可以直接判断的关系），不利于实现人们信任科学家的转基因食品主张。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公众对科学家本身已不熟悉，他们的个人道德、声誉、社会地位难以判断，加之科学语言往往复杂难懂，科学家的观点也就不容易得到公众的信任和认同。
因此，动物异常事件（“先玉335”事件、法国卡昂大学鼠致癌研究）、巴西坚果事件等引起了社会恐慌。此类事件经过媒体传播后以人们可感知、可理解的日常语言呈现，即“老鼠吃了转基因食品出现病症性结果，从而人吃了转基因食品也会患病”。但这种日常语言表述中，科学语言的关键性信息（科学家科学论证是否合理，实验设计是否完善等）被媒体和公众所忽视。
（2）科学机构未及时履行其社会责任
科学机构的社会责任履行，要求其发挥对科学主张及发表的审核作用，并承担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15]。因此，科学机构会在政治经济利益权衡下对一项科学主张予以归纳总结，如欧洲食品安全局2012年对法国卡昂大学转基因食品安全研究的裁定、普斯泰（Pusztai Árpád, 1930-）及其合作者的论文在柳叶刀杂志(The Lancet)评审时受到了6位评审（3倍于正常值）的严格审议 [16][17]。
然而由此类案例也可以看出，针对转基因食品，科学机构裁定具有滞后性，未能在相关科学主张广泛传播之前要求其完善论证或禁止其发表。这种滞后性的形成，一方面与以计算机为中介的沟通（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18]的实时性有关。基于文本的CMC实时沟通使得科研机构难以监测未经审查的科学主张的网络传播情况，并予以及时响应和说明。另一方面，也与科学机构对风险和收益的判断有关。在转基因争论中，官方没有公开转基因产品成份的详细成分列表和长期的安全跟踪研究数据，其利弊权衡在于，公开虽可确保科学机构自身获得社会信任，但可能面临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压力。具体而言，转基因作物种植和商业化运营是否会因此受到冲击？社会公众舆论如何疏导？以及政府部门是否会施加压力要求其放松管理等可能出现的复杂问题，使得公开转基因食品的各项数据所带来的不确定风险偏高。
（3）科学公信力授权机制的不完善
科学家或科学工作者科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使用，以及科学机构对科学主张的审核，其行为主体仍然是科学家或科学机构，一般公众几乎无法参与。究其原因，是在现代科学建制化发展中，根据行为人的产出环境和职业环境，公众已将科学知识的衡量权利赋予给了科学家以及科学机构。“科学家掌握了对科研材料的提取、处理、分析，解读和陈述的方式”[19]。
转基因食品争论中，公众难以判断一些声称转基因食品有害或无害的科学家的个人道德水平是否高尚，所做出的观点主张是坚持了上世纪默顿提出的公有主义、普遍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的科学规范，还是接受了相关利益集团资助从而可能背离了科学道德。原因在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并未完全授权给科学家及科学机构，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热点，被不同的职业群体以及一般民众所讨论。这种授权不完备导致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关于支持转基因的院士访谈记录以及相关研究报道未能消除公众顾虑，同时一些非职业科学工作者（如方舟子、郎咸平、崔永元等）凭借自身和自身所属机构的社会影响力对该话题进行判断和评论，从而影响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导致转基因食品之争愈演愈烈。

4  由转基因食品之争看科学公信力的建设路径

科学共同体内部认可中的信任困境，以及科学体制外部相关社会因素的影响，导致转基因食品之争中科学公信力危机的产生。因此，解决这一危机既需要通过完善科学共同体内部建设，也需要重视相关社会因素的作用。如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科学规范体系和教育体系，加强科学同行交流和科普工作：
首先，建立以法律为核心的科学规范体系。美国在1972年和1993年分别通过了技术评估法和《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GPRA），日韩两国也分别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国家研究开发实施办法指南》、《政府特殊法》以及《科学技术基本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基于国际经验以及我国科学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我国自2000年开始也陆续颁布了《科技评估规范》、《科技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法规，推动了我国科学的健康发展，建立起一支值得社会信任的科学研究队伍。然而，转基因食品之争中出现的科学公信力危机，表明了我国科学规范体系在设置和执行过程中仍有疏漏，需要进一步完善，以对科学家及科学机构的不当行为予以约束。
其次，完善我国的科学教育体系。科学教育体系的建立是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方面，西方直到19世纪才把科学纳入各级教育体系。而我国科学教育体系的建立，经历了晚清“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科学教育体系的初创时期、民国“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的科学教育体系的形成时期[20]。新中国科学教育体系基于这些经验，不断完善和发展，培养出了一批现代化科技人才，为我国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为了应对如转基因食品等新技术问题，发挥科学家及科学机构的社会职能，从科学教育入手，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完善科学家培养，是实现科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对话、交流、转化的长远方案。
最后，加强科学同行交流和科普工作。我国的科技传播先后经历了传教士传播、科技翻译、科技留学、科技教育、工业化推进、科学普及、科技学会等若干发展阶段[21]，在科学专家和非专家之间逐步建立起有效的对话机制，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和普及。而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深入，科学家逐渐远离群众生活、科技传播工作者的科研水平相对不足以及媒体对科学知识内容的碎片化割裂和扭曲，需要加强科学同行交流，做好科学普及工作：
加强科学同行交流方面，西奥多·波特（Theodore M. Porter）指出，量化方法有助于不同科学领域的交流沟通。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可以通过量化方法，如通过统计发表论文数量及其在高质量期刊上发表次数，衡量科学家主张的可信程度。而科普工作方面，既需要加强科学知识普及，将难以理解的科学知识或论据转换为民众易于接受的比喻和便于直接观察的论证实例。也需要普及积极的科学家形象，注重科学家形象的维护。近年来，关于科研工作者不端行为的新闻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砖家”、“叫兽”等词汇持续被人们引用，虽能形成舆论监督推动科学家群体道德素养的提升，但也损伤了科学家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削弱了科学家的社会公信，导致如转基因食品之争中科学家群体备受质疑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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